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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敏 陈宝玲
1
 

【摘 要】：为探究影响村民返乡参与乡村振兴意愿的影响因素及效应大小，以湖南省攸县莲塘坳镇 312 份村民

调查数据，构建了村民返乡参与乡村振兴意愿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表明：村民的乡土情结、政府政策感

知和社会责任感知 3个维度是刻画影响村民返乡参与乡村振兴意愿的核心变量；“乡土情结”不仅对“参与意愿”

有直接效应，还可以通过“政府政策感知”对村民参与意愿起作用，但“乡土情结”对村民参与意愿影响作用最大;

政府政策推动对村民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性的直接效应；而在乡村振兴初级阶段，村民的社会责任感知并不强烈，对

于是否返乡参与乡村振兴处于观望状态，其对村民返乡参与乡村振兴意愿的影响较弱。作为乡村振兴的主导者和推

动者，政府应该增强对村民的情感维系和政策帮扶，加强乡村振兴相关政策的宣传和落地，并强化村民社会责任感

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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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的缘起 

2020 年中国将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消除绝对贫困，由精准扶贫迈向乡村振兴的后扶贫时代,乡村振兴将成为后扶贫时代乡

村建设和发展的主旋律。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总结和概括，明确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1]2020 年既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之年，又是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消除绝对贫困走向后扶贫时代的

收官之年，还是乡村由精准扶贫迈向全面振兴的衔接之年。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后扶贫时代乡村建设和发展的主旋律,是解决城乡

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重要行动。然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难题是要解决依靠谁的问题，要明确谁才是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主体。毋庸置疑，村民自然是实施乡村振兴的主体，理应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唱主角戏”，而政府和其他社会参

与者则应该充当好“配角”的身份，引导和助力乡村振兴,多元主体共同作用才能“好戏连连”。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以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为总抓手,充分发挥好村民主体性作用，激发和调动村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2]乡村振兴作为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要

遵循乡村建设和发展的规律，充分尊重广大村民意愿,有效发挥村民主体作用,从而激发广大村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3]可见，培养和造就一批以“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农民[4]便成为了乡村振兴的当务之急。

但现实的情况是，一方面伴随务工经济发展，农村青壮年村民持续外流，在外流村民群体中那些文化素质较高、能力较强的精

英群体占据了多数，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严重短缺,这不仅影响了正常的农村建设和发展，还造成了乡村振兴诸多方面工作的疲

软与衰落。[5]另一方面村级组织将原子化、个体化的村民有效地联结在一起，是村民表达利益需求最直接、最重要的组织依托，

肩负着乡村振兴的重任[6]，这对村级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此，本文以湖南省莲塘坳镇 312份村民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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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样本，旨在探究影响村民返乡参与乡村振兴意愿的影响因素及效应大小,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增强村民返乡参与乡村振兴意愿

的政策建议,为进一步推动村民返乡参与乡村振兴提供可能的理论支撑。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当前学界关于村民返乡参与乡村振兴的研究主要涉及村民的乡土情结、村民心理感知和村民行为态度等方面。中国是一个

有数千年传统的农耕社会,“乡土性”具有极其的特殊性[7]，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8]对于农本社会而言，“乡

土情结”究其内容主要包含两方面:一是“土地情结”；二是“家情结”。[9]另外，老乡作为中国文化中一种特有的心理现象，

也会促使积极的情感卷入和趋同倾向[10]，即产生“老乡情结”。赵月枝等认为乡土经济精英返乡参与乡村振兴既有主观愿望,也

有返乡建设家乡的乡土情结。
[11]
宋燕金认为乡村振兴要明确农村建设的方向，让乡村民众望得见山、看得见水，以深切的乡土

情结增强居民对乡村的依赖感、归属感和认同感。[12]从村民心理感知出发，村民参与乡村振兴主要受其对国家或政府政策、社

会责任和个人意愿等三个方面的影响。[13]事实上，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乡村变迁在消解乡土社会，经济成为社会的中心，

与乡土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规范迅速地趋于瓦解，重构了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的治理结构[14],国家的行政力量透过村庄直接作用于

村民,来自政府财政的项目、补贴和政策对村民生活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15]这也充分说明，只有村民知晓了党和政府的农村

工作政策，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才能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党和政府的政策意图才得到充分实现。
[16]
伴随着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的推进，农村文化生活也正式进入到惠农政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中，以社区为组织载体的文化活动也逐渐丰

富起来，越来越多的村民乐于参与到乡村振兴的大潮中。[17]结合法律宣传教育，推进乡村诚信体系建设，强化村民的社会责任

意识、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18]，都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驱动村民返乡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因素。综上可见，

村民返乡参与乡村振兴意愿的影响因素具有多样性，目前学界关于村民返乡参与乡村振兴的意愿的影响维度主要集中在以下几

个方面： 

（一）乡土情结 

人情关系成为中国政治经济运行的基石，无论是上层社会还是平民百姓都在人情构建的关系网内活动。[19]乡土情结是村民

对家乡的一种特殊记忆和情感依恋。村民的生活大部分时间是在庭院中度过的，院落是村民吃、喝、住、娱乐和民俗活动的重

要空间，满足着村民们生活中对物质和精神的需求。[20]乡村文化振兴意味着要以凝练农民乡土情结鼓舞回报桑梓热忱，以农民

的乡情自觉来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21]杨郁等认为山清水秀、空气清新是农村田园生活极具吸引力的地方，也是村民乡土

情结所在，引导村民进行身份认同、共同体认同，需要国家权力通过文化建设、舆论引导强化乡土情结和集体意识，将村民带

出精神空白区，以丰富多样的宣传形式并借助不同的媒介传播新乡土文化，增强村民对村庄的归属感和认同感。[22]徐苑琳认为

当外出打工者在城市的打拼中积累了一定的经济能力后，基于恋土、恋家的“乡土情结”而愿意返乡就业或返乡创业;而青年一

代村民更倾向于在城镇里生活与就业,“乡土情结”相对较淡，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乡村固有的生存形式是过时的，这反映出

他们对古老乡土情结、血缘宗族观念等方面的认同度偏低，自发参与乡村振兴的主体意识较为淡薄[23］,如果能力和条件允许，其

更愿意在城镇定居和生活。[24]王崇杰等认为精英回流的情感动机是基于对乡土情结维系与成就感提升，同时也想为美丽乡村建

设贡献自己的力量。[25]在乡村振兴实践中，由于人地关系和乡土情结，他们对关注政府对农村建设和发展的相关政策,乡村规划

实施后的人居空间对于当地村民而言几乎是唯一的居住选择，所以他们也会更为积极和迫切地参与到乡村规划的制定中。[26]可

见,村民的乡土情结可能影响其关注政府对于农村建设和发展的相关政策，因而乡土情结与村民参与乡村振兴意愿有相关关系。 

（二）政府政策感知 

为解决农村人口外迁特别是青年劳动力外流问题，欧盟农业政策改革通过新的直接支付框架挂钩支持青年村民和小农户，

采取重组和更新农场等措施，为青年村民提供创业援助，建立农场咨询服务系统和培训、创新项目等[27],这些政府政策对村民返

乡参与乡村振兴具有积极的作用。在中国，各项支农惠农强农的现代农业政策执行都是为了村民，村民通过参与知识培训，自

身素质得到发展与提高，对国家和政府农业政策有了一定水平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就能为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执行畅通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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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相反，由于文化程度不高、对法律和政府政策的不了解等客观原因，村民在乡村振兴项目需要农地流转过程中往往成为弱势

群体，即使不愿意流转、不满意报酬，也会在“这是上边政府的规定”搪塞中无奈参与农地流转。[29]另外，在推动乡村振兴战

略过程中，贫困乡村集体资源少,更多需要国家政策资源支持
[30]
,政府政策对村民经济决策的制约与村民自发动机形成了村民经

济决策的两大关键性因素，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将这两者理解为村民理性与政府政策的互动博弈过程。[31]因而，地方政府

需要改变政策思路,将村民作为政府政策扶持对象,而不是帮助工商资本来击败村民[32],这样才能让村民成为乡村振兴真正的主

人。可见，村民对政府政策的感知可能影响其参与乡村振兴的意愿。 

（三）社会责任感知 

社会责任通常是指组织承担的高于组织自己目标的社会义务。当代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具体行动，既是市场理性选择的结

果，也充满了文化乡愁的朴实情感和社会责任维度的理想抱负。[33]因此，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塑形”，

更要“铸魂”。一方面，要重塑乡村振兴主体——村民的精神，提升文化道德素养，不仅在于村民个体文化教育水平的提升，

也需要培育公民精神，强化村民的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集体意识、主人翁意识;另一方面，要改变乡村社会涣散、一盘散

沙的局面,重建乡村伦理和秩序，恢复邻里守望相助等社会关系，凝聚起乡村振兴的精神力量，为乡村产业振兴，实现和谐有序

发展，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基础。
[34]

在乡村振兴实践中,要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加强调企业等经济

主体的社会责任[35]，引导农业龙头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主动履行社会责任[36]，强调返乡村民创业实践中的社会责任,如强化并

鼓励返乡村民工通过创业带动村庄留守人口就业，通过发展农村商业提高贫困户精准脱贫的意识。[37]总之,推动乡村振兴是村民

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38]，在乡村振兴中需凝聚人心，充分尊重村民意愿，切实发挥村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调动他们的

积极性，强化村民的社会责任意识。[39]由此可见,村民对社会责任的感知态度会激发其返乡参与家乡建设和发展的热情，进而可

能影响村民返乡参与乡村振兴的意愿。 

实际上，村民返乡参与乡村振兴的意愿有非常强的主观性特征，受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比如乡村振兴的资源禀赋、乡村

人口分布结构等都可能影响村民返乡参与乡村振兴的意愿。为了研究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本文在借鉴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将影响村民返乡参与乡村振兴意愿的因素主要归结于村民的乡土情结、政府政策感知和社会责任感知三个方面，并试图以

此为切入点构建本文的理论研究框架。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1：乡土情结与村民对政府政策感知有正相关关系 

假设 2：乡土情结与村民返乡参与乡村振兴意愿有正相关关系 

假设 3：村民对政府政策感知与村民返乡参与乡村振兴意愿有正相关关系 

假设 4：村民对社会责任感知与村民返乡参与乡村振兴意愿有正相关关系 

根据以上假设，本研究构建了关于村民返乡参与乡村振兴意愿的结构关系模型（如图 1所示），该理论模型包含 4个潜变量，

即“乡土情结”“政府政策感知”“社会责任感知”和“参与意愿”，其中“参与意愿”是因变量，他由其他三个自变量引起

变化,进而又影响因变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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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调查区域 

本文以湖南省莲塘坳镇外出村民为研究对象,对其返乡参与乡村振兴意愿进行研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研究对象村民

主要包括:外地经商的企业家、个体户、农民工以及外地务工的大学生等群体。莲塘坳镇位于攸县东南部,土地总面积约为 270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3.4万亩，林地面积 29.5 万余亩，其与东城相距仅 1.7公里，区位条件优越,自然资源丰富，现已探明蕴藏

铁、镒、鸨、石灰石、石英石等 10余种矿产资源。此外，莲塘坳镇旅游资源丰富，以阳升观为中心，聚集了皇帝敕建的千年古

观、凤凰鸣涧、金溪仙迹、银塘温泉、古楠木、罗汉松、巨樟群、百里竹海、千阶石梯等几十处景观。在特色产业方面，目前

莲塘坳镇约有 10万亩楠竹、1万亩油茶、2万亩用材林、1万亩花卉、3000亩无公害蔬菜、10万头生猪养殖等五大农产品基地，

并引进了一大批项目产业，诸如风力发电企业、苗木产业、烟花厂、水电站、康养特色小镇等特色产业。目前,莲塘坳镇下辖 4

个社区、16 个村,279 个村（居）民小组，户籍总人口约 4.8 万人，但外出打工的村民占 60%以上，属于典型的以人力资本输出

为主导的农耕城镇，乡村振兴尚处于初级阶段。但近些年来,莲塘坳镇持续开展“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等招商活动，实施

“温暖企业”行动,全面落实利企便企政策，引进龙头企业、税源企业和成长型企业参与乡村振兴，这对村民返乡参与乡村振兴

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和示范效应。 

（二）问卷设计与调查 

根据上文构建的结构关系模型,并结合莲塘坳镇村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实际情况,本文从 4个维度设计问卷，问卷包含 12个观

察变量，具体为： 

1.“乡土情结”维度：x1我离不开我在农村的朋友;x2我离不开我的家庭;x3 我离不开我在农村的土地； 

2.“政府政策感知”维度：x4我非常满意政府对乡村振兴相关政策的宣传;x5 我非常了解政府关于乡村振兴的惠民政策;x6

我非常满意政府实施乡村振兴的相关政策； 

3.“社会责任感知”维度：x7 返乡参与乡村振兴能够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x8 返乡参与乡村振兴能够推动和谐乡村的建

设;x9 返乡参与乡村振兴能够带动村民共同致富； 

4.“参与意愿”维度：x10 我总是怀念在农村的生活;x11 我总是为我所在的农村感到自豪;x12 我总是乐意向身边的人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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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农村生活。另外，本文按照李克特量表形式对问卷指标赋值，其中“1”代表“非常不同意”、“2”代表“不同意”、“3”

代表“不清楚”、“4”代表“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1～2.4（含 2.4）表示反对,2.4～3.5（含 3.5）表示中立,3.5～

5（含 5）表示赞同。 

本文采取集中问卷和个别访谈的调查方式。综合考虑到样本的代表性和研究的有效性，同时结合研究区域的特殊性和人口

结构分布等现实情况，笔者于 2019 年 1 月 25 日至 2 月 3 日大批村民返乡过春节期间，针对莲塘坳镇外地经商的企业家、个体

户、农民工以及外地务工的大学生等群体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20 份，总共回收 363份问卷，剔除空白、

未正确填写等无效问卷 51 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312 份,有效问卷率达 85.95%。由于时间和人力成本局限性，再加上村民的文

化教育水平的差异性，问卷采用自填问卷法进行资料收集,在进行问卷调查的过程中，笔者也会根据情况和返乡村民进行相关访

谈，以便获取更多真实的数据信息，从而确保研究结果的可信性和科学性。 

（三）研究方法 

村民返乡参与乡村振兴的意愿属于心理趋向的范畴，是难以用一般的方法直接测量得到结论的,并且存在不可避免的误差。

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可以较好地测量潜在的变量,并且将误差纳入模型之中进行分析，能够较为科学地测量出村民返乡参与乡

村振兴意愿的影响因素及效应大小,直观地看出潜变量以及观察变量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结构方程模型由结构模型和测量模

型两部分构成，其矩阵方程一般可以表示如下[40]: 

 

式中：x 为外源潜变里的测量变里；y 为内在潜变量的测量变量;&为外源潜变量;η 为内在潜变量;Ax 为外源潜变量与测量

变量的关联系数矩阵;Ay 为内在潜变量与测量变量的关联系数矩阵;8必分别为 x、y的测量误差变量。公式（1）、（2）为测量模

型，反映潜在变量与测量变量之间的关系。 

 

式中:B 为内在潜变量间的关系;「为外源潜变量对内在潜变量的影响; 为结构方程的残差项，反映方程中未能被解释的

部分。公式（3）为结构模型,反映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 

四、模型拟合与分析 

（一）样本基本特征分析 

从表 1 可知，接受问卷调查的村民年龄集中在 31 岁至 50 岁之间，占被调查总人数的 84.6%,整体受教育程度适中，其中本

科（含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 14.7%,家庭年收入集中在 2万元至 5万元之间，且以农民工务工为主要家庭收入来源,这与莲塘坳

镇居民家庭年收入基本情况相符。可见，上述样本基本信息能够客观地反映出调查区域的实际情况，保证了研究结果的真实性

和可信性。 

表 1样本村民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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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67 53.5 

女 145 46.5 

年龄 

30 岁及以下 30 9.6 

31 岁至 40岁 141 45.2 

41 岁至 50岁 123 39.4 

51 岁及以上 18 5.8 

受教育程度 

初中（含中专）及以下 63 20.2 

高中 203 65.1 

本科（含大专）及以上 46 14.7 

家庭年收入 

2万以下 30 9.6 

2 万至 5万 202 64.7 

5 万至 10万 52 16.7 

10 万以上 28 9.0 

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企业家生意 10 3.2 

个体户买卖 44 14.1 

农民工务工 201 64.4 

大学生就业 57 18.3 

 

在对样本基本特征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使用 SPSS22.0软件对研究中潜变量的观测变量的最小值、最大值、

均值、方差、偏度及峰度等值进行计算,具体结果如表 2所示。 

从表 2 可以看出,x1 至 x12 所有题项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为 1和 5,说明问卷回答具有显著性差异。其中,均值最大值为 3.77,

最小值为 2.92,并且每个指标的偏度和峰度都集中于+2到-2 之间,满足正态分布。其中，“政府政策感知”维度和“社会责任感

知”维度的总体均值分别为 3.10 和 3.24,这说明“政府政策感知”维度和“社会责任感知”维度对村民返乡参与乡村振兴的影

响程度较低；而“乡土情结”维度和个人“参与意愿”维度的总体均值分别为 3.68 和 3.67,这也充分说明“乡土情结”和个人

“参与意愿”是影响村民返乡参与乡村振兴的最大因素。从单个题项来看,x4 题项“我非常了解政府关于乡村振兴的惠民政策”

的均值为 2.92,xl 题项“我离不开我在农村的朋友”的均值为 3.77,这两个题项是 12 个题项中均值最低和最高的，这也间接地

说明，当前作为乡村振兴主体地位的村民对政府关于乡村振兴的惠民政策并不熟悉,这与政府政策宣传和村民对政府政策获取的

渠道与能力有关，而村民返乡参与乡村振兴是基于一种对家乡浓厚的乡土情结,则说明乡土情结是村民返乡参与乡村振兴的关

键。 

表 2变量描述性统计 

维度 题项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总体均值 

乡土情结 

xl 1 5 3.77 .938 -.802 .114 

3.68 x2 1 5 3.71 .908 -.842 .184 

x3 1 5 3.57 .811 -.860 -.002 

政府政策感知 

x4 1 5 2.92 1.178 .008 -.789 

3.10 x5 1 5 3.19 1.077 .000 -1.234 

x6 1 5 3.18 1.086 .026 -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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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感知 

x7 1 5 3.21 .932 -.361 .464 

3.24 x8 1 5 3.25 1.074 -.033 -1.257 

x9 1 5 3.27 1.077 -.127 -1.091 

参与意愿 

x10 1 5 3.74 .950 -.723 .193 

3.67 xll 1 5 3.67 .951 -.654 -.064 

x12 1 5 3.61 .907 -.688 .096 

 

(二)问卷信度和效度分析 

信度(reliability)即可靠性，它指的是采取同样的方法对同一对象重复进行测量时,其所得结果相一致的程度。若问卷量

表的信度越大，则其测量的标准误越小。[41]一般认为,α 系数在 0.6-0.65 区间内不可信,在 0.65～0.70 区间内为最小可信度，

在 0.70-0.80区间内为相当好，在 0.80-0.90 区间信度非常好。本文运用统计软件 SPSS22.0 对问卷所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对

问卷进行基本信息统计、信度和效度检验。本文采用克隆巴赫(Cronbachα)系数来进行问卷信度检验,得到问卷总量表克隆巴赫

(Cronbachα)系数为 0.829,可见样本数据的总体信度非常好，具有很好的内部一致性(表 3)。 

表 3信度分析 

变量名称 变量项数 
克隆巴赫

(Cronbachα) 

乡土情结 3 0.938 

政府政策感知 3 0.937 

社会责任感知 3 0.898 

参与意愿 3 0.924 

总体 12 0.829 

 

效度(Validity)即有效性，它是指测量工具或手段能够准确测出所需测量的事物的程度。本研究采用取样适当性量数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ling adequace,KMO)与 Bartlett’s的球形检验值来分别检查效度。KM0 旨在检查各个变

量的偏相关性大小，其取值范围一般在。到 1之间波动。一般而言，KM0 值越大，变量的偏相关性越大，显示因子分析效果越好;KM0

值在 0.9以上，非常适合做因子分析;在 0.8-0.9之间,很适合；在 0.7-0.8之间,适合;在 0.6-0.7之间,尚可;在 0.5-0.6 之间，

表示很差;在 0.5 以下,则应该放弃做因子分析。本研究运用 SPSS22.0软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来验证调研样本自变量的效度，

对调研样本自变量的 KM0 和 Bartlett进行检验的最终结果如表 4所示，“乡土情结”维度的 KM0 值为 0.756,“政府政策感知”

维度的KM0值为0.767,“社会责任感知”维度的KMO值为 0.699,“参与意愿”维度的KM0值为 0.728,问卷总的KM0值为 0.802,

符合做因子分析的要求;Bartlett 球形检验主要检测各变量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矩阵是否有显著差别，结果显示 P=0.000,当显

著性概率 Sig小于 0.01,达到显著异于 0的要求结果显著，适合做因子分析。 

表 4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维度 
Kaiser-Meyer-Olkin 

测量取样适当性 

“乡土情结”维度 .756 

“政府政策感知”维度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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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感知”维度 .699 

“参与意愿”维度 .728 

总值 .802 

Bartlett 的球形检验 

近似卡方 3463.980 

df 66 

Sig. 0.000 

 

(三)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及修正 

运用 Amos25.0软件，通过极大似然估计法（Maximum Likelihood）对初始模型进行拟合分析。首先对路径系数的显著性进

行检验,Amos25.0 中提供 CR值进行检验，同时也给出了 CR 的统计检验相伴概率 P值（1%水平上显著）。从表 5 可知“社会责任

感知”与“参与意愿”之间的路径关系不显著，但是从学界已有的理论分析情况来看,二者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不能只根据

Amos25.0 软件输出报表中的诊断讯息来作为模型修正的策略，而应适当纳入相关的理论[42],因此保留这条路径。 

在选取了极大似然估计法得出模型中被设定为自由估计的各参数的估计值以后,下一步就需要对模型在整体上以及分成各

个部分进行假设检验,以确定模型能否很好地拟合数据以及各参数的估计值是否有效合理[43],则需要对适配度统计指标进行对

比。从模型适配度指标来看（表 6）,初始模型的适配度结果并不佳，那么需要对初始模型进行修正。实际上，模型修正仅仅指

的是对原有理论模型局部性的修正和调整，并非对原有理论模型全面局构思[44],修正后的模型应是更加合理的、明确的以及可以

完整解释的。 

表 5初始模型路径系数估计结果 

路径 
参数估计值 

Estimate 

标准误差 

S.E. 

临界比率值 

C.R. 

显著性 

P 

政府政策感知←乡土情结 0.403 0.072 5.575 *** 

参与意愿←政府政策感知 0.121 0.027 4.468 *** 

参与意愿←乡土情结 0.772 0.053 14.509 *** 

参与意愿←社会责任感知 0.053 0.025 2.132 0.033 

xl←乡土情结 1.000    

x2←乡土情结 1.032 0.043 24.099 *** 

x3←乡土情结 0.929 0.038 24.514 *** 

Xl0←参与意愿 1.000    

xll←参与意愿 0.965 0.080 12.039 *** 

xl2←参与意愿 0.937 0.077 12.249 *** 

x6←政府政策感知 1.000    

x5←政府政策感知 0.993 0.036 27.623 *** 

x4←政府政策感知 1.035 0.042 24.683 *** 

x9←社会责任感知 1.000    

x8←社会责任感知 0.995 0.040 24.952 *** 

x7←社会责任感知 0.657 0.041 15.9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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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模型路径系数估计结果 

统计指标 
绝对适配度统计指标 增值适配度统计指标 

X2∕df GFI RMR RMSEA AGFI NFI IFI TLI CFI 

可接受数值 1～3 ≥0.9 ≤0.05 ≤0.05 ≥0.9 ≥0.9 ≥0.9 ≥0.9 ≥0.9 

初始模型拟合值 11.457 0.773 0.069 0.183 0.653 0.834 0.846 0.800 0.846 

修正模型拟合值 1.502 0.968 0.040 0.040 0.942 0.982 0.994 0.990 0.994 

 

 

图 2修正后结构方程模型的参数估计 

本研究根据理论依据并结合 Amos25.0 提供的修正指数 MI 对初始模型进行修正，修正后再次运行程序，得出的适配度统计

指标如表 6所示，修正后的适配度指标均符合要求，即假设模型和实际数据较为一致，最终得出结构方程模型参数估计（图2）。 

（四）模型假设的验证结果及解释 

通过对初始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和修正，所得结果基本上能够解释本研究所做的理论假设,尽管模型拟合结果显示，“社会

责任感知”对“参与意愿”的影响不显著，但从理论分析来看,“社会责任感知”对“参与意愿”有正向作用，整体上修正模型

揭示了村民返乡参与乡村振兴意愿影响因素及其内部的作用机制。从影响效应来看,因果效应包括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

应指由原因变量（可以是外生变量或内生变量）到结果变量（内生变量）的直接影响，用原因变量到结果变量的路径系数来衡

量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指原因变量通过影响一个或者多个中介变量，对结果变量的间接影响。当只有一个中介变量时，间接效

应的大小是两个路径系数的乘积，总效应指由原因变量到结果变量总的影响，它是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之和。
[45]
例如：本研究

中“乡土情结”对“参与意愿”的总效应等于“乡土情结”对“参与意愿”的直接效应0.89与“乡土情结”通过“政府政策感

知”对“参与意愿”产生的影响 0.32 与 0.25的乘积之和，即0.89+0.32×0.25=0.97。按照所得出的效应排序结果（表 7）,进

行村民返乡参与乡村振兴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效应分析如下： 

表 7潜变量效应排序 

潜变量 对参与意愿的

总效应 
总排序 

观察变量 路径系数 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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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 0.95 

乡土情结 0.97 1 x2 0.93 

xl 0.87 

x5 0.93 

政府政策感知 0.25 2 x6 0.93 

x4 0.88 

x8 0.94 

社会责任感知 0.07 3 x9 0.94 

x7 0.72 

 

1.“乡土情结”维度。“乡土情结”不仅对“参与意愿”起直接作用，还通过“政府政策感知”对“参与意愿”起作用，

对“参与意愿”的总效应为 0.97。其中，“乡土情结”对“参与意愿”的直接效应为 0.89乡土情结”通过“政府政策感知”对

“参与意愿”的间接效应为 0.08。从“乡土情结”对“政府政策感知”的影响程度来看，乡土情结每提升一个单位,村民对政府

政策感知则提高0.32个单位。从“乡土情结”维度的3个观察变量来看,x3和x2对“乡土情结”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95和0.93,

这说明村民返乡参与乡村振兴主要是基于对土地和家庭的“情结”，这与当地村民对家乡始终拥有强烈的情感，时刻关注家乡

建设和发展的乡土民风相符;xl 对“乡土情结”的路径系数为0∙87,对村民返乡参与乡村振兴意愿的影响程度较高。 

2.“政府政策感知”维度。“政府政策感知”对“参与意愿”有直接的影响,直接效应为 0.25,则说明当村民对“政府政策

感知”提升一个单位时，“参与意愿”就提升 0.25 个单位。“政府政策感知”反映的是村民对政府关于乡村振兴政策的了解和

认识,涉及政府政策的宣传、实施以及村民对政府政策的满意度等。在“政府政策感知”的三个观察变量中,x5 和 x6 对“政府政

策感知”的路径系数最高,影响最为显著，说明了村民越了解政府关于乡村振兴的相关政策和对政府实施乡村振兴的政策越满

意，村民返乡参与乡村振兴的意愿就越强烈。此外,x4、x5 和 x6 三个观察变量的平均值分别为 2.92.3.19 和 3.18,属于低度赞

同，从而解释了村民返乡参与乡村振兴意愿处于中立的原因。 

3.“社会责任感知”维度。从图 2 可知，“社会责任感知”与“参与意愿”有正相关关系，但是不显著，即“社会责任感

知”对“参与意愿”的直接效应为 0.07，说明当居民的“社会责任感知”每提升一个单位，村民返乡“参与意愿”提升 0.07 个

单位,这与模型拟合输出结果显示该路径不显著高度吻合。从三个观察变量来看,三个观察变量的平均值都处于 3.0～3.5之间，

属于低度赞同，说明村民返乡参与乡村振兴的社会责任感并不强烈，村民的“社会责任感知”对“参与意愿”的影响十分微弱。

这与当前莲塘坳镇乡村振兴尚初级阶段的现实情况有关，因为大部分外出村民并没有真正返乡参与乡村振兴，只是间接地认为

乡村振兴能够带动村民致富，进而改善村庄的生存环境，于是都乐观地看待乡村振兴,对于直接返乡参与乡村振兴还处于观望状

态，并没有真正付诸实践。可见,在乡村振兴的初级阶段，村民的社会责任感知并不强烈,基本处于观望状态，对参与意愿的影

响甚微。 

五、结论与讨论 

村民作为乡村建设和发展的主体，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现实的情况是,乡村精英大量流失[46],大量

的男性青壮年劳动力从乡村流向城市[47],导致乡村人口“空心化”严重,进而衍生出乡村振兴主体的“空心化”。因此，为深入

探究村民返乡参与乡村振兴意愿的影响因素及效应大小，本文通过对已有研究文献理论分析构建了并以乡土情结、村民对政府

政策感知和社会责任感知维度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村民的乡土情结是影响其返乡参与乡村振兴的核心,乡土情

结是村民返乡参与乡村振兴最强烈的影响因素。因而，政府作为乡村振兴的主导者和推动者应该从村民的乡土情结方面制定相

关政策，不仅要做好与当地知名企业家、个体户、农民工和大学生等在外群体的情感维系，也要做好与这些在外群体的政策帮

扶，比如针对企业资本运作不畅、农民工讨薪、大学生就业等问题进行必要的生活关怀和政策帮扶，以增强其对家乡政府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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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凝聚和政治信任。第二，村民对政府政策的感知是影响其返乡参与乡村振兴的关键，政府要准确把握中央、省市县各类投资

政策，立足乡村发展实际，做好乡村振兴政策的宣传工作，让外出村民都能够完整地掌握家乡政府关于村民返乡参与乡村振兴

的相关惠企惠民政策，营造一种浓厚的产业旺村、人才兴村的氛围。第三，村民的社会责任感不强是制约其返乡参与乡村振兴

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模型输出的结果显示社会责任感对村民参与意愿的路径并不显著，但从结果来看，社会责任感知与村民

参与意愿成正相关关系，因而需要加强对村民社会责任感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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